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兼谈要提倡“爱老尊幼”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杜崙

摘要：本文的主题是“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为此，本文首先说明“全球化”、“现代性”和“儒家转型”这三个问题的含义。笔者认为，处于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不仅要保持“推己及人“的儒家传统，还要更注意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对等”和“平等”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下述观点：我们在保持和发扬“尊老爱幼”的儒家传统的同时，也要提倡“爱老尊幼”，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返本开新”地创造出儒家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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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的视角
随着西方以外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自我意识的提高，伴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过程，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置疑，西方在世界上的语言霸权越来越受到挑战。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已经慢慢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大概就是对这种发展所作出反应和认知。
事实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价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必须共同应付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的情况下，正确的态度不应是相互斗争，看谁能在竞争中独占鳌头。而是相反，大家都要从文化平等的立场出发，宽容对待其它民族的文化，相互了解和理解，并通过对话的方式，共建全球文明和普世价值。

从这个视角出发，对研究和实践儒家思想的人来说，就有两个任务。一方面，向其它民族展示自己文化中的精华和占优势的地方。比如，“全球伦理基金会”的奠基者之一、德国著名宗教学家孔汉斯（Hans Küng）在讲到儒家的宗教性时提出一个独特的建议：“在当今世界宗教相互对话的语境下，把儒家的‘仁’作为人类共同伦理的基础，难道没有考虑的价值吗？”
在当今的世界已经步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人们在反思“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弊端，而关注道德重建的境况下，儒家的重伦理道德、以道德主导社会其它领域的思维方式，想必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向其它文化学习其精华，完成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转型”。这第二点，这就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现代性”的含义
看着中国的经济腾飞、社会的高度信息化、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看着自己能够自费出国旅游、购买轿车和房产，不少国人飘飘然起来，认为中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殊不知，上述这一切只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物质层次的上“现代化”程度，而非精神和思想层次上的 “现代性”的程度。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呢。依据衣俊卿的定义，“现代性是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种纬度，例如，与个体生存相关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理性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理性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契约化的政治运行机制，等等。”

笔者同意衣俊卿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运行和个体生存都依旧远离现代性，尚未与现代性建立起本质的关联。”换句话说，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仍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或基本‘不在场’的状态，”
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现代性”落后于其“现代化”几十年。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迫于西方国家的入侵而发生，是所谓的“外发次生型”，而不是西方国家本身的“内发自生型”。 

限于篇幅，笔者在这儿不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想说：至少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性”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市民阶级）为了要求个性解放和争取自己权利的要求，但很多要求也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普世价值，比如个体权利、人人平等、自由和民主参与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具有内在反思性的和超越性的现代性依旧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的全球化。”
我们讲“现代转型”，并不是没有考虑到现在已经必要开始讨论“后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说，中国虽然在“现代化”领域中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现代性” 领域中，还非常落后。所以，在关注“后现代性”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先完成“现代性”的任务。
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文化以及儒家思想，不仅要完成文化的现代性的转换，还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新文化的重建必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笔者认为，我们不必试图证明传统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契合与一致，也不必试图证明中国文化也能产生西方“现代性”中所包含的思想，比如权利、平等、自由与民主，我们该做的是，从“现代性”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出发，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儒家思想中有哪些成分能与“现代性”对接，能通过重新诠释而成为建立“现代性”社会的思想资源。
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儒家转型”的问题。

3．“儒家转型” 的概念
“儒家转型”也是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这一古老的文化以来，断断续续讨论的老题目，只是名称不同。比如，杜维明的新儒学论著辑要被称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李明辉讲“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而陈少明的论著称“儒学的现代转折”
。这还不包括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对此问题的间接讨论，比如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构想。总之，儒家思想的转型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包括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的价值体系。
那么怎么理解“转型”呢？想必就是通过传统文化和价值进行重新诠释，特别是认真分析其原义，以便创造一种符合当代社会结构和需求的新文化。具体而言，就是从现代社会的要求，特别是从现代性的标准，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进行分析考察，进行重构和整合。当然，这种文化和价值的转型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界的书本讨论上，更重要的是，要贯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换句话说，这里不仅涉及“儒学”的自我转化，更是涉及“儒家”的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转型。
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儒学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的环境，也与一定的制度相连。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根据社会的变化和要求，儒家也进行修正和改变。但是，其价值核心，比如“仁义”、“和谐”、“忠孝”没有变。通过道德修养和实践，培养人的主体性，成为君子和国家的栋梁的致思也没有变。我们今天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型”，就是要在现代社会的制度要求和原始儒家的深层价值观那里找到联结点。我们的工作是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分析这些价值观，考察儒家深层的价值核心与变化中的社会关系互动，考察这些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可以说，“转型”只是从“现代性”的要求，吸收“现代性”的价值观，改变儒家原始价值的实现形式（manifestation），以便建构中国的新文化。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要求呢？
4．在“推己及人”的同时，还要提倡人们的关系“对等”和“平等”
衣俊卿认为，“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一。”在过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对应的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是与亲人和熟人打交道，他们“按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的生存”。
随着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共同体”型的关系继续存在的同时，已经形成了“大社会”型的关系，人们往往是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这种与陌生人交往的公共场合，要求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律行为，而这种关系又必须以平等为基础。

建立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交往准则，就是“现代性”的要求。事实上，改变国民传统的臣民或子民的行为习惯和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识。因此，传统儒家思想必须能适应这一发展。一方面，传统儒家思想要为“公民社会”合理秩序的建立，培养国人在与陌生人交往的公共场合中的自律行为提供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和融入其它文化的优秀部分，特别是“现代性”的价值观，以便完成“文化转型”的任务。
我们知道，传统儒家虽然要求执政集团实行“德治”、“仁政”和“民本”政策，以便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并出于治理有效性的原因，他们过于认可现实中的等级关系，过于强调执政者的作用，而不认可老百姓的自觉参与作用和对社会的责任。
但是，原始儒家孔、孟、荀的一些价值观仍然可以作为当今社会培养公民意识的资源。比如“仁者爱人”、“义以为上”、“和而不同”以及关于“君子”的论述。不过，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有道德品质的 “君子”和没有道德品质的“小人”的区别，而是从孟子 “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和“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的理论预设出发，强调在“道德尊严”和“人格”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致力于发展每个人都具有的、天生的“良知”、“良能” 和“良心”。

比如，孔子的“仁爱”思想包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的思想和要求。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具体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的要求。不过，这种推己及人的道德要求往往单方面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忽视人与人之间在观点和要求上的区别，缺少“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所以，必须补上社会成员关系的相互性和平等的道德准则。
我想，儒家思想中也不乏人们关系“对等性”和“相互性”的道德准则。比如，孟子“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的这句话说明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相互性。而在《论语》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孔子讲对等关系话语，比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不过，这些思想在儒家制度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曲解。所以，我们要在学习近代西方文化“平等”思想的过程中，重新发掘和弘扬这些宝贵的传统思想。
下面，笔者以通过提倡“爱老尊幼”对“尊老爱幼”这一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价值重组的例子，来说明儒家“现代性转型”的问题。
5．范例：“尊老爱幼”的同时，还要提倡“爱老尊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们在大陆经常听到、见到的标语口号，其含义是尊敬长辈，爱护晚辈。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尊老爱幼”也被法律化，成为社会规范。比如《婚姻法》总则第四条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以保障老人受到尊重，孩子得到照顾。
“尊老爱幼”这一思想早已产生于先秦，比如上述孟子所说的“老吾老”、 “幼吾幼”（《孟子·梁惠王上》）。不过，“尊老爱幼”这一具体的提法似乎起源于张载的《西铭》。张载从“民吾同胞”的立场出发，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以达到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鳏寡孤独、老年残疾，都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得到照顾的理想。儒家的这个“仁道”思想虽然非常符合当今社会的“人道主义”，不过，无论是“尊老”还是“爱幼”都太强调单方面的关系。
依笔者之见，一来，单方面强调“尊老爱幼”不符合传统儒家本身“父慈子孝”的相互性关系，以及“互爱”、“互敬”的道德要求；二来，单方面强调“尊老爱幼”也不符合“现代性”所要求的“平等”价值观，不利于建立一个人人对社会负责的公民社会。

先说第一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单方面“尊老”不完全符合“孝”的道德。我们知道，孔孟思想中的“孝”，不只是听从父母的教导，按照父亲的处事原则生活，（比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也包括“事亲”，通过服侍和照顾父母来表达孩子的爱。我认为，如果过分强调“尊老”，势必会导致子女只盲目听父母的话，服从父母的意愿，既不去和父母进行感情和思想交流，也不主动去为父母分担家庭内外的责任。这样，不仅会不利于培养对父母的道德感情，甚至会导致对父母的逆反心理。也许可以认为，如果子女没有对父母的爱，如果不能培养子女对父母的对等关系，那么，不仅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且，这种只限于听话和服从的“尊老”往往不是产生于内心的、道德意义上的“尊重”，而只是外表的、对父母“家庭地位”等外在的东西的“尊敬”。所以，这种“尊敬”，特别是在家庭之外对其他“长者” 的尊敬，往往是一种他律的伦理义务，而非道德自觉；同时，它也与传统的等级关系的相适应。所以我说，“尊老”的同时，还要强调“爱老”。
单方面的“爱幼”产生的问题更大。很多家长只注意孩子的“温饱”，过分满足孩子物质上的要求。即使是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和未来的发展，也过于从自己的需求和观点出发，甚至让孩子去实现自己未实现的理想，把孩子当成实现自身梦想的工具。进一步说，单方面的“爱幼”，只反映了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的“父慈”，却不符合当代社会“现代性”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不在“爱幼”的同时，也去“尊幼”，认可孩子有自己的观点、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和做事的权利，就不利于孩子产生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一句话，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比如当今的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考好学校，能上大学，只让孩子读书学习，不用管家务事，甚至替孩子包办很多事情。这虽然心是好的，但并不一利于孩子的身心培养。我想，如果父母不尊重孩子，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孩子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在这里必须强调，笔者并非反对“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而是想提出“爱老尊幼”作为补充，以便在社会成员间建立“互爱”、“互敬” 的关系“。我认为，中国传统中也不缺少“互爱”的相互性思想，比如“父慈子孝”，但却缺少“互敬”的思想，所以，笔者在本文中侧重讨论“互敬”，特别建立是在人人平等关系上的“尊幼”问题。首先得指出，这里的“尊”不仅仅是传统思想中对长者、有声望、有地位等的人士的“尊敬”，而是平等意义上的“尊重”（respect）。周治华在其《伦理学视域中的尊重》一书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对‘尊重’本身就有一种共同的理解，即每个人做为人都应该受到尊重”。
这种对“尊重”的理解，把人们之间的互相“尊重”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从而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这种思想，大概来源于启蒙时代的康德。

康德写道：“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
简单地说，任何人都必须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能是当作“手段”来对待。这是因为，“人性是目的自身，是一种尊严而不是一种价格。”
康德说：“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其同伴尊重的正当要求，同时，他反过来也必须尊重其他每一个人。”
明确地说，尊重人（包括自己）的原因是任何人（包括自己）都有“人格”和“尊严”，而不是其它的东西，诸如地位、权力、钱财等。从“现代性”中的“平等”思想的要求来看，人人“平等”是“人格”的平等；不论是什么肤色、性别、年龄、出身，也无论有什么地位、学历、财产和做什么工作等等，大家都是人。
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也许，我们可以把孟子“人本性善”、天所赋予每个人的“仁义礼智”四端的思想作为人人平等、尊重他人的基础，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和“尊严”。为此，在和他人的交往中，我们应极力发现对方的“良心”；对于孩子，特别注意发现其“良知”和“良能”。

当然，在这种“尊重任何人”，也即任何人都有的“人格”和“尊严”的一般原侧下，也应该根据自己和对方的不同的关系，从对方的具体情况出发，给予不同形式的“尊重”。比如孩子对家长的尊重不同于家长对孩子的尊重，一个人对老师的尊重不同于对农民工的尊重。换句话说，我们在强调“尊重任何人”的原则是，也要注意“尊重”的特殊性：社会关系不同，尊重的实现形式不同的。关键是要做到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承认另一个人的尊严。
我们知道，孔子把“爱人”作为仁者的行为表现和要求，孟子指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荀子说，“仁者必敬人” （《荀子·臣道》），这都表明，先秦儒家把“爱人”和“敬人”作为道德原则。荀子甚至提出了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敬”的观点。他在提出“仁者必敬人”的一般原则后写道：“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荀子·臣道》）先秦儒家中这些“爱人”和“敬人”的思想都可以作为我们在建立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互爱”、“互敬”关系的思想资源。
现在讲以上说的第二个问题，即“单方面地强调‘尊老爱幼’不利于建立一个人人都对社会负责的公民社会”。我想，出于治理有效性的需要，儒家过于强调上下等级关系。因为过分强调上下等级关系，过分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结果是，越在上位，责任越大，形成居于上位者责任太大、负担过重；而在下位者，只需服从和尽义务，缺少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
笔者认为，过分强调“尊老爱幼”，只会延续这种情况，特别是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从而也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反过来说，“儒家转型”的目的正是要改变传统社会父母官责任太大，子民责任太小的状况，培养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而且，我们应该从青少年的教育做起。在保持“尊老爱幼”传统的同时，必须补以“爱老尊幼”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尊重他人的主体是人，而只有具有理性的和能独立思考行为的人才具有爱和尊重的德性，才会履行爱和尊重的义务。为此，培养青少年成为有理性的和能独立思考行为的公民就是关键。

虽然培养“互爱”和“互敬”同样重要，但是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培养“尊重他人”的意识更急迫。这不仅是因为“尊重是道德人格的起点和基础，是人的道德行为能力的表征”
，而且因为，这是培养个人自主性，特别是以上所说的青少年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关键。爱和尊重虽然是紧密关联的，但另一方面，爱和尊重调节人际关系中却具有不同的作用。康德说：“根据互爱的原则，[人们]被不断地引导着彼此接近。根据相互尊重的原则，[人们]被引导着彼此保持距离。”
根据这个观点，如果过于强调爱，就会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对方，越过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界限，侵入对方的领域，从而破坏对方自主性。这是我们在中国社会里常常碰到的情况。所以，中国人更需要懂得和注意尊重的作用，也即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个体之间）必须有的距离。实际上，先秦儒家也已注意到这一点。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孩子有自己的观点，想让父母接受；但父母不接受时，孩子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另外，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不论我们怎样理解“女子与小人”是指什么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孔子提到了人们之间交往有保持相应距离的问题。
另外，根据康德的观点，爱人的目的是使“他人的目的成为我自身目的”。
如果父母过分的“爱幼”，而不尊重孩子的“人格”，也违背这一原则。所以，我说，我们再在“爱幼”的同时，还应提倡提倡“尊幼”。

那么，怎么实践呢？我想，家庭和学校是培养“尊老爱幼”和“爱老尊幼”的第一个场所。比如，《家有儿女》中的《洗脚》这一集，就是培养“爱老”道德情感的例子。至于“尊幼”，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注意尊重“青少年”的独立人格，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自己的知识和观点，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他们，而是通过启发的方式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允许他们犯错误，积累生活经验，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培养自主性。

这里，最重要的是出于内心的尊重。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敬”。“敬”作为一种行为态度有“严肃”、“慎重”、“警惕”、“恭敬”的意思，也有“尊重”的含义。“敬”有时表示对神的敬畏心（“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有时表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比如孔子说“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而樊迟问“仁”的意思时，孔子则说“居处恭，执事敬”(《论语·子路》)。“敬”有时也表示来百姓对统治者的恭敬和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论语·子路》)。不过，“敬”不是表面上的它律行为，而是内化的道德心，是伦理行为和规范的基础。比如子游问孔子孝的意思。老师强调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我们也知道，他对作表面文章“为礼不敬” （《论语·八佾》）非常痛恨。 

如果把“敬”看成道德人格的起点，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当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君子时，孔子先说：“修己以敬。”然后才进一步谈“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理想。
我想，只有父母和老师本身先懂得“尊重”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他们才能真正“尊重” 孩子和学生。这样，他们才不仅能培养孩子和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觉意识；反过来，他们也才会得到孩子和学生出于内心的、道德性的尊重，从而是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习惯性的、甚至是形式上的“尊老”。
这样，在走入社会后，他们才有能力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负责，才能成为在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的公民，从而建立“现代性”的公民社会的文化。这其中，不仅要把“相互尊重” 作为一种德行来培养，也要作为一种规范来建构。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公共领域”，能做到时时注意或关注他人，不小看、不轻视对方，并通过相应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来实现对他人的尊重。
诚然，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和需要多久才能实现，反过来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大环境。家庭暨学校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本人希望中国能产生有更多类似中国古代的“士人”的群体，从而形成一种建构新文化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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